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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五代江南地区产生了众多的诗人，现在有诗作存世的江南诗人占《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收

录的全部诗人的十分之一，江南诗人存世诗作数量则占现存唐诗总数的五分之一。江南是唐五代文学创作

的主要地区，江南诗人是唐诗人队伍的重要力量。在唐诗发展的各个时期尤其是中晚唐，江南诗人均作出

了重要贡献。江南诗人主要集中于环太湖、浙东及徽南地区，江南诗歌创作经历了由初盛唐的发展到中晚

唐的兴盛的过程。唐江南诗人有较突出的族群倾向。唐有成就的诗僧多集中在江南。江南诗人有较多的群

体性创作方式，诗会联唱是最常见的一类。唐五代江南诗人的诗歌创作状况与区域特性，既与魏晋隋唐时

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发展状况相关，也与江南特有的地理因素及长期积淀的文化传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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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指江南为狭义之江南，乃今之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上海市及浙江省之

全部。于唐代则为开元年间所置之江南东道由浙江以北至长江部分和江南西道之徽南部分，

含江南东道的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越州、歙州、明州、衢州、括州、婺

州、温州、台州；江南西道之宣州、池州，共十六州。诗人之占藉均据陈师尚君先生之《唐

代文学丛考*唐代诗人占藉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版），并参以《唐诗大辞典》

(周勋初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周祖譔主编中华书局 1990

年版)。诗作之统计则以《全唐诗》（中华书局 1979年版 25册本）、《全唐诗补编》（陈尚君

辑校中华书局 1992年版）所收作品为限，无作品存世者不计。综合统计唐五代江南地区有

诗作存世的诗人共有 345人，分布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的十六州的七十三县。存诗总数 11329

首 616句。现据此编成《唐五代江南各州县诗人与存诗数量统计表》附于文后。 

    从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唐五代江南籍诗人创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唐代江南诗歌的某些

区域特征。 

    第一，从有诗作存世的诗人及其诗歌数量来看，唐江南地区诗人数量占据整个《全唐诗》、

《全唐诗补编》所收 3700 多诗人总数的 9.3%。我们知道，《全唐诗》、《全唐诗补编》收录

的 3700余人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籍里无考的，籍里明确的诗人实际只有陈师尚君先生考

订的 1900余人，如果按这个基数统计，江南诗人数量比则达到 18.2%，差不多占五分之一。

现据《唐代诗人占籍考》等编唐代各地区诗人数量统计表如下： 

 

道   京畿道  关内道  都畿道  河南道  河东道  河北道  山南东道  山南西道  陇右道 

人数   226     6      200     157     149     245     77        4        27 

排序   3       12      4        6       7       2      8         13       11 

 

道  淮南道  江南东道   江南西道    黔中道   剑南道    岭南道    其它  总数 

人数  60     404       159         0        66        27         117  1924 

排序  10      1         5          13        9        11          

 

（本表中地区划分按照开元年间十五道的建制，“其它”栏包括唐宗室、籍里不明、四裔及

外域诗人） 

    显然，唐代各地区间江南东西道诗人最多，达 563人，占总数的 29.3%。而这其中我们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http://www.firstlight.cn）2005-03-22 



所讨论的江南诗人则占了江南东西道诗人总数的 61.1%， 这是甚为可观的。由此可见，江

南诗人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主力。另一方面，唐江南诗人存诗数量亦很突出，按《唐诗大辞典

等典籍》的统计现存唐诗总数不少于 55000 首，其中江南诗人存诗数是 11329，占总数的

20.6%。考虑到众多籍里身世不明的唐诗人中江南诗人应占不小比例的事实，江南诗人的实

际存诗数显然远远超过现存唐诗总数的五分之一。再从《全唐诗》中诗人存诗卷数分析，《全

唐诗》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总数为 249人，其中江南诗人 60人，占总数的 24%。这 60位江

南诗人的编诗总卷数为 157卷，占《全唐诗》总卷数的 17.4%。这部分诗人中存诗四卷以上

的有 14人，存诗十卷以上的有 5人。当然我们也看到《全唐诗》编卷并不十分严格恰当，

一卷诗的份量有时相差殊远， 最少的仅仅七 、八首，最多的却达一百多首。所以存诗卷数

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诗人作品数量的差别。不过从《全唐诗》的整体看编卷如此悬殊的并

不很多。因此，一般来说卷数可以作为衡量诗人创作实绩的一个参数。由以上的分析，不难

看出唐江南诗人实际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唐江南籍众多诗人中，诗歌风格鲜明并对唐诗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者众多。如虞世

南、陈子良、骆宾王、贺知章、包融、张旭、储光曦、戴叔伦、刘长卿、鲍防、严维、钱起、

权德舆、顾况、皎然、张籍、李绅、孟郊、秦系、张祜、朱庆馀、殷尧藩、鲍溶、施肩吾、

陆龟蒙、项斯、罗隐、方干、吴融、贯休等。这些作家诗歌风格不一成就高下不等，但都是

唐诗史上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家，都从不同方面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虞世南是唐初深得

唐太宗赞誉的馆阁诗人，其雍容俊朗的诗歌诚为当时“文学之宗”。 [注 1]骆宾王与王勃、

杨炯、卢照邻号称“初唐四杰”，是唐代成长的第一批诗人，他们首变风气，给唐诗注入青

春的朝气与活力。盛唐“吴中四士”之贺知章、包融、张旭，诗歌创作兴象宛然情思浓郁，

实标志着盛唐气象的形成。储光羲则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重要代表。中晚唐时期江南籍诗

人更为活跃，成就与影响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唐诗流派的产生、诗歌思潮的创立、

传播、新的风格的建立、新的手法的运用，都有江南籍诗人的参与，很多人则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甚至是主要作用。如大历时期地方官诗人刘长卿、戴叔伦 ，台阁诗人钱起、权德舆，[注

2]以顾况和大诗僧皎然为代表的“吴中诗派”[注 3]隐逸诗人代表秦系，他们都在盛唐之后

以不同的创作新变完成了开元与贞元、元和两个高潮间的过渡。其后江南诗人更是成为中唐

两个最大诗歌流派的主要力量，张籍、李绅乃元白新乐府运动的先导与中坚；孟郊首创奇古

峭劲诗风，直接开启韩孟奇崛诗派，继老杜之后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大转变。张祜、

朱庆馀等则是由贞元向大中过渡的诗人。张志和模仿学习民间曲子词，促进了词之文人化。

另外，晚唐五代之际的陆龟蒙、贯休、项斯、罗隐、杜荀鹤，唐末章碣、钱珝、吴融等也是

在不同方面有所拓新的诗人 。另外我们还可看出，唐江南诗人在唐诗史上不同时期的创作

状况是有差异的，作家数量前少后多，有诗存世的 345位诗人中，初盛唐时期约 100位左右，

而中晚唐五代达 240位左右。可见唐江南籍诗人经历了从少到多的过程，其诗歌创作也相应

经历了从一般到兴盛的过程，大体上初唐不是非常突出，盛唐始勃兴，中晚唐则为高潮。唐

江南诗人在唐诗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再从空间分布上考察，唐江南内部各州的诗人数量与诗歌创作状况并不平衡，也

有一定的差异。由附表可见苏州、润州、杭州、常州、湖州、越州、睦州、婺州、宣州九州

集中了江南地区 80.8%的诗人，存诗数量占整个地区存诗总数的 87.8%。显然唐五代江南诗

人集中于环太湖、浙东及徽南地区，而尤以前两类地区最突出。这一地区无疑是唐五代经济

最活跃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另外，与这种具体区域差异相联系，唐五代江南家族诗人甚

多，在这些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地区有着众多突出的家族诗人群体 。据《唐代诗人占籍考》

的研究成果，这些突出的家族诗人群体有：丹徒权氏、曲阿蔡氏、延陵包氏、义兴蒋氏、常

州萧氏、吴县陆氏归氏、苏州张氏杨氏、长城钱氏、钱塘储氏、临安钱氏等。他们或父子或

兄弟或叔侄或祖孙同为诗人，有的甚至一家数代相继擅场诗坛。其中吴县陆氏 11人，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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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 11人，常州萧氏 7人，丹徒权氏、义兴蒋氏、长城钱氏、湖州沈氏各有 4人。唐五代

江南俊彦云集人才辈出文化之兴盛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从唐五代江南诗人身份的构成看，诗僧众多也是一突出的现象。江南 345位诗人

中共有诗僧 40人。《全唐诗》、《全唐诗补编》中籍里明确的 1900余诗人中共有 132名诗僧，

这样江南诗僧就占据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整个唐代最杰出的诗僧均为江南籍。江

南山水优美，兼之有着悠久的“淫祀”的传统，[注 4]唐代江南佛寺遍布，精于诗文的僧人

众多。皎然、贯休、灵澈是江南最杰出的三位诗僧，《宋高僧传》卷 15道标传云：“标经行

之外，尤练诗章，辞体古健，比之潘刘。当时吴兴有昼（皎然），会稽有灵澈，相与酬唱，

递作笙簧。”[注 5]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亦云：“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

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

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注 6]《全唐诗》编皎然诗为 7 卷，其存诗总数 537 首，皎然

创作体现了王维之后诗与禅结合的新倾向，严羽推尊其风格清逸清狂的诗歌“在唐诸僧之

上”。[注 7]他的《诗式》是 唐代最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理论主张不仅成为中晚唐许多

重要流派与作家的理论基础，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宋代的 诗歌理论与创作。[注 8]灵澈的诗

风孤高萧瑟别具特色，皎然《答权三从事德舆书》赞其“具文章，挺瑰奇，自齐梁以来诗僧

未见其偶。”确实，灵澈的诗典型地体现了大历诗僧的世俗化倾向。[注 9]《全唐诗》编贯

休诗为 12卷，存诗总数 737首，是唐五代存诗最多的诗僧。其诗兼收并蓄，学白居易兼韩

孟，同时又吸取王梵志、寒山等的通俗质朴，从而形成自己的幽劲粗豪的诗风。蒋寅《大历

诗人研究》、日本市原亨吉《中唐初期江左的诗僧》等已对中唐前期的诗僧众多的现象进行

了较深入的分析，但唐五代其他时期的诗僧创作尤其是江南诗僧的创作情况仍有待更深入的

研究。 

第五，唐五代江南诗人创作方式上有着突出的群体化倾向。江南诗人群体常表现为以下

几种形式：以某些诗人或雅好文学的官员为首，在他们的周围环聚一批诗人，如中唐严维、

鲍防为首的浙东文人集团，以皎然、颜真卿为首的浙西文人集团；某些志趣相投的诗人结成

的群体，如“吴中四士”；等等。他们经常相互赠答酬唱诗文往来，而最能体现其群体性的

莫过于各种或大或小的诗会联唱了。这种诗会创作形式多样，常见的如同咏、分题、分韵、

联句等等。联句诗乃多人共作一首诗，注重意脉的关联、对偶的精当及语言的丰赡，形式技

巧要求很高，颇能显示作家的学识与才华，同时又带有很强的社交娱乐性质，所以成为文人

集团群体创作的最好的形式。联句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但是形式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一

人四句隔句押韵，或一人一句逐句押韵，篇幅较短。唐代是联句诗的成熟与鼎盛时期，《全

唐诗》卷 788-794录联句 135首，《全唐诗补编》补录 15首，共计 150首。初唐时期保留下

来的联句不多，仅见的只有《全唐诗补编续拾》卷 7收录的唐太宗与太子、诸王及群臣共作

的一首，形式仍是一人一句，逐句押韵。现存盛唐联句亦较少，主要是李白、杜甫参与的几

首，虽然形式仍承传统，但手法与技巧则比较纯熟。中晚唐是联句的兴盛与成熟时期，形式

已定型，多为一人一联，隔句押韵；或开始由某人写一句，而后每人一句下联，一句上联，

如此反复，以至完篇。现存的唐诗联句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

江南诗人的作品，或者都有江南诗人的参与。中唐出现了联句创作的高潮，大历年间鲍防、

严维文人集团及浙西颜真卿、皎然集团，在浙东和湖州开展了多次的大规模的联唱诗会。尤

其是湖州诗会参与人数众多，前后共有 100多人，其中《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作者达

29人。[注 10]这两大诗会的主力大多是江南籍诗人，除了鲍、严、皎然外，突出的还有潘

述、刘全白、权器、陆涓、李萼、皇甫曾、丘丹、陈允初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联句形式

上有所创新，句式运用十分丰富，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一至九字联句等。这

种多样化的探索对推动联句艺术的完善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后联句创作更盛，如白居易、

裴度、刘禹锡、张籍、李绅、韩愈、孟郊等人的联句，虽然参与者的规模不及大历间的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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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联句体式已至定型，技巧也更为成熟。尤其是韩孟联句，篇制宏大，结构森严，语言奇崛

丰赡，终于使联句达极盛之境，后人评论“韩孟天才杰出，旗鼓相当，联句之体固当独步千

古。”[注 11] 晚唐则有皮日休、陆龟蒙的苏州联唱，段成式、张希复等的《游长安诸寺联

句》等，实为唐人联句的尾声。从唐代联句的简单的发展史可见江南诗人在其中的突出作用

与贡献。 

    唐江南诗歌创作的兴盛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是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的。它既与魏晋南北朝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也与这一时期江南人文地理因素积淀的

特有传统相关。 

    从魏晋开始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频繁战乱，大量人口不断南迁，促进了长

江流域的开发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南方特别是江南经济文化的地位不断上升。这期间比

较大规模的移民主要集中于晋永嘉之乱和唐安史之乱时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中原河南、河

北、关中等富庶地区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百姓大规模逃往相对

安定的南方，情形正如李白《永王东巡歌》所咏：“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注

12]  安史乱定以后中原又陷入长期的藩镇割据，混乱动荡局面并未停止，杜甫“战血流依

旧，军声动至今”的哀叹即是其现实的真实写照。[注 13]因而移民仍持续不断，从唐人有

关记载更可详见其状：“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

蔽。”[注 14]  这些移民南迁避乱之地主要集中在淮南、江南、江西、福建、湖南、湖北、

岭南等地，主要是江南和淮南。在江南则“多分布在钱塘江以北诸州和钱塘江以南的越州等

地。”[注 15]  亦即集中于宣州、润州、苏州、杭州等地，而这些地区也是江南最早开发，

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整个唐代中后期赋税的主要来源就依赖于江南。唐江南诗人集中于这一

地区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环太湖地区大规模的开发始自六朝，尤其隋开凿大运河将太湖沿岸

的常州、苏州、湖州及南面的杭州、睦州、西北的润州等地连成一片，构成了以太湖为中心

的经济区，并且与淮南经济区联系，最终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唐五代这一地区则“随

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增长、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太湖地区的地主和农

民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了，并开始从宗法式的农民向经营地主与小商品生产者转化。”[注

16]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完成于中唐。显然唐江南地区文学发展的总

体状况与内部的区域状况和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演变是一致的，其兴盛是建立在经济迅速发

展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明清以及近代江南地区文化空前繁荣与江南经济领先全国一样，唐江

南诗歌创作与其经济状况有着必然的联系。 

    江南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优美宜人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士人较普遍的快意自然、高雅脱

俗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也对唐江南地区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之文化传统，上可

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则是其进一步的发展，

与楚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南方文化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文化，无

疑对唐代江南文学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正如上文分析，在魏晋以来南方人口不断增加经济

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学、艺术也得到崭新的发展，逐步积

淀了鲜明而丰厚的文化底蕴。江南世家大族自汉代形成后，在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形态的背

景下得到发展与壮大。在封建文化高度繁荣兴盛的唐代，他们的政治地位虽然有升有降，但

他们的文化优势则承魏晋时期的传统，绵延不衰，大放异彩。唐江南家族诗人众多，应是这

种趋势使然。象苏州陆氏其家族在汉朝时即与顾、朱、张号为“吴中四姓”，孙吴时期陆氏

更是权倾朝野，两晋时期陆机、陆云为太康文学的代表，最负时誉，在南朝其家族势力依然

不衰。整个唐代其家族诗人即有十多人。另一方面，因战乱迁移南方的大量北方世族也主要

集中在江南的环太湖、浙东及宣州地区，《南史*宋本纪上》载“晋氏东迁，刘氏移居晋陵丹

徒之京口里。”《南史*齐本纪上》：“中朝丧乱，皇太祖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

县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更为‘南’兰陵人也。”南朝宋、齐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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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均由这些侨居江南的世族产生。这两类世族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多数时间里和平共处，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世族日渐本土化。[注 17]  晋与南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均依靠他们，

形成门阀政治。世族的典型特征除了门第最重要的是文化优势，即使有些世族靠军功起家其

后代也必以文化立足。(近来有许多学者提出判定世族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文化，如果只有

经济实力只能算豪强。)所以世族普遍重视子弟的教育，读书为学蔚然成风，再加上南朝统

治者大都雅好文学，如简文帝萧纲、昭明太子、陈叔宝等，在他们周围团聚着大量作家，形

成极为活跃的南方文人群体。在此基础上，江南文化更是蓬勃兴盛。南北朝文学的中心在南

朝，南朝文学的中心自然在江南。陆机、陆云、张翰、葛洪、谢灵运、孔稚珪、沈约、谢眺、

吴均、丘迟、陶宏景，王曦之、王献之、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文学艺术家均出自江南。

此外，江南还是清新明丽、柔美天然的南朝乐府民歌的主要产地。这些都是唐江南文学发展

的基础，唐代众多的江南作家都有着继承学习魏晋南朝文学的倾向。另外象皎然更是以身为

谢灵运之后为荣。[注 18] 

    事实上，南朝文学与唐江南文学是有着许多的共性及先后相继的关系的。魏征在唐初精

当辨析南北文风的不同，呼吁融合二者创造“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新文学。[注 19]  因

此向来人们议论唐代文学与南北朝文风的关系，更多注意唐代文学对风格迥异的南北文风的

融合，却有意无意忽视了南方文风在唐代的继续发展。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宏观地概

述了唐代文学存在南北的不同：“若贞观以后，诗律日严，然宋沈之诗以严凝之，骨饰流丽

之词，颂扬休明，渊乎盛世之音。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

之音。若夫高适、常建、崔颢、李颀诗带边音，粗厉猛起，张籍、孟郊、贾岛、卢仝思苦语

奇，縋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太白之诗，才思横溢，旨近苏张，温李之诗，缘情托兴，宜

符楚骚，储孟之诗，清言霏霄，源出道家，皆南方之诗也。”[注 20]  虽然他重在指出唐代

诗风的南北差异，其“南北”的概念也是相对而宽泛的，并未论及具体地域文学特征，但是

他的论说对我们有极重要的启发。唐代文学既有融合南北文风的一面，也存在着地域性差异，

南方文风仍有着一定的独立发展，可谓合中有别，同中有异。从纵向上看，初盛唐融合多一

些，而中晚唐区别多一此。 

    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人格精神与生活态度也得到唐江南诗人的直接继承与效仿，许多

江南诗人爱好山水、适意自然、诗酒留连的生活态度与诗性化的生存方式，都可从魏晋名士

那里找到渊源。颜真卿、鲍防、陆龟蒙等人的诗会联唱，自然可以看作东晋王羲之等在会稽

兰亭曲水流觞的高雅风流之会的继续。象“吴中四士”、顾况、张藉等人共同具有的狂放的

人生态度，也可视为晋张翰恋莼羹、鲈鱼弃名爵的高怀逸趣的知音。 

    另外，唐政治的变化也对江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唐初时期朝廷主要采取关

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是主要的政治力量，江南世族因许多人在梁陈隋代的政治文学地位，

入唐后得以在政治上得到较为重要的利益，如虞世南、陈叔达、储遂良等就是代表。所以，

高祖、太宗朝江南世族文人是这一阶段文学的主要力量与代表。高宗、则天朝政治上则压制

打击关陇集团和江南世族，同时大兴科举，大量普通中下层文士进入朝廷政治生活。因此这

以后直至五代，普通家族文士成为唐代文学的主要力量，唐代文学也才真正进入辉煌繁荣的

阶段。江南文学状况与此进程是完全一致的。据方北辰先生的研究，以唐玄宗天宝中为转折

点，江南世家大族余势殆尽，迅速衰落。“隋唐时期出自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人物，有百分

之七十三产生于天宝之前。自此以后，数量大幅减少。与此正相反，出自江东普通家族的政

治人物，天宝前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四十，自此以后，数量明显增多。”[注 21]另外我们从《旧

唐书》《新唐书》当中的列传记载的人物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的人物在唐代中后期有较大

幅度的增加。[注 22]与之密切相关，盛唐以后尤其是中晚唐，江南文学更为兴盛。如果说

初盛唐文学中心在北方，那么中晚唐则北方与江南并为中心，有些时候江南甚至超过北方。 

    总之，唐五代江南诗人无论在创作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是唐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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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唐江南诗歌创作有着突出的地域特征。它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

等的发展状况，也关涉唐代政治情势的嬗变，同时还是汉魏以来江南地区逐渐积淀的独特深

厚的区域文化底蕴在唐代的表现和新的发展。本文仅仅对唐代江南文学创作这一重大课题进

行了初步的分析，而唐代江南文学详细的发展状况与过程、影响江南区域文学共性的复杂因

素、江南文学与其他区域文学及整个唐代文学的关系等等重要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毫无疑问，其研究对深入探讨地域文化因素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对深化唐代文学

的研究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注释 

[1]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第三：“贞观初，太宗引(世南)为上宾，因为文馆，馆中号为多

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中直，三曰博学，四曰

词藻，五曰书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2]  参见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一章、第四章，中华书局 1995年版。 

[3]  参见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赵昌平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7年版。 

[4] 《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褥。⋯⋯信巫鬼、重淫把。⋯⋯

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5] 《宋高僧传》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本，中华书局 1987年版。 

[6] 《刘禹锡集》第 1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7]  《沧浪诗话校释·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 

[8]赵昌平《从王维到校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赵昌平自选集》广

西师大出版社 1997年版。 

[9]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三章，中华书局 1995年版，p370。 

[10]  《全唐诗》卷 788。 

[11]方世举《韩昌黎诗歌编年笺注》卷一。 

[12]《全唐诗》卷 167。 

[13]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全唐诗》卷 233。 

[14]唐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文苑英华》卷 896。 

[15]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p246。 

[16]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唐五代经济》，岳麓书社 1996年版，p145。 

[17]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南朝的中心在长江下游，但在这几个世纪的主要成

就表现在中国人开始向江南地区移民，表现在安抚和同化那里的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90年版，p5。 

[18]贾晋华《皎然非谢灵运裔孙考辨》考皎然实为粱代吴兴太守谢朏之七世孙，谢灵运实际

上是皎然九世从祖。见《江海学刊》1992年第二期。 

[19]《隋书*文学传序》。 

[20]《刘师培论学论政文集》李妙根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21]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p141。 

[22]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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